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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以来文化中国的美学表征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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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方言与科技文化融合研究基地，湖南 湘潭４１１２０１）

摘　要：新时期以来的文化中国是总体性中国形象的重要存在样态。新时期以来的文化中国塑造主要是借助于文

学审美活动来获得对象化显现的。拨乱反正的文化重构、传统道德意识的现代想象与现代文明的复调结构等维度具体

表征了其精神轮廓与意义边界。这样的结构特点与价值内涵表达了文化中国的独特的自我意识与民族身份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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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个国家及其身份形象的塑造都有赖于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种结构性因素的总和作用，并

且，由于这些因素的社会占位不同，那种居于主导地位或处于主要矛盾方面的关系因素通常对特定时期

国家形象的塑造起着质的规定性，其余的因素则起着定量的规定作用，最终使得特定历史时期的国家形

象既具有某种丰富复杂的总体性特点与复调性质，同时又会呈现出某种鲜明而具有倾向性的文化基调。

就中国形象的谱系史而言，新中国成立直到新时期之前这段时间尤其对于“文革”十年来说，以阶级斗

争为内容的政治生活显然构成历史的主要现场，“政治中国”则成为该时段国家形象的主要身份标识和

符号表情；新时期之初随着国家发展战略由政治而向经济建设的中心位移，经济渐次超越政治开始成为

社会生活和国家形象的主要建构力量，“经济中国”自觉不自觉地成为这一时期国家形象塑造和社会生

活实践的主要价值承诺和文化关切。随着中国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日趋深入与完善，文化因素对于国

家形象塑造的作用问题开始被议题化，“文化中国”
①

①塑造的可能性、必要性以及如何建构的问题开始成

为历史语境中文学表意的核心命意之一。其实，无论是在“政治中国”抑或“经济中国”的语境中，文化

从未缺席，问题仅仅在于，在政治因素和经济因素处于宰制地位时，文化或者被政治化，或者被经济化，

或者只能在历史的空隙处以有限的方式对国家形象塑造施加潜在的影响，但无论情况如何，文化对于国

家形象的塑造作用总是存在的，作为其对象化结果的“文化中国”也一直以或隐或显的方式言说着自己

独特的意义诉求与精神内涵。换言之，在新时期以来的文学审美活动中，“文化中国”也一直构成一种

在场性的历史叙事与表意旨归，它以丰富复杂的形式贯穿于鲜活的美学文本之中并撒播着独具性状的

意义痕迹。

１　拨乱反正的文化重构
新时期是直接以“文革”的否定形式而出现的一种新的历史语境，在此意义规约下，一种新的历史

化叙事构成了这一时期文学审美活动的立意初衷与价值归依，这种新的历史化举措旨在否定、批判、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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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文所指称的“文化中国”主要是对于中国形象文化之维的描述，它立足于新时期以来的文学审美活动及其所表征的文化意

识，并以此为视角来审视、建构中国形象及其独特的精神规定。它与新儒家学者杜维明等所持论的“文化中国”概念虽有意涵上的一些

重叠，但所指的侧重点并不一样，本文的“文化中国”所指涉的意义域更多地是限于中国大陆新时期以来的文学审美活动及其表征的文

化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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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和超越“文革”极左政治体制与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以便为重构新的历史现场与生活秩序提供意义

依据与文化空间。相形于“文革”及其文学的文化命意，新时期之初的文学主要致力于在否定和反思极

左政治的基础上建构一种新型的政治文化与经济观念，其典型的举措就是以文化和美学实践的形式落

实思想解放与拨乱反正的意识形态诉求，从经济与政治关系的改革开放语境中确立文化中国形象建构

的思想前提与意义边界。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批判反思“文革”以及思想解放运动与改革开放成为时代的思想文化主潮，作为
一种贯穿于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国家行为，新时期语境的价值逻辑与提问方式都发生了质性的变化，从

政治文化层面对“文革”及其所招致的恶劣后果进行创伤性地剖析构成社会的普遍心理期待，而新时期

之初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等审美活动就较早地意识到这一点并且将其加以课题化与叙事化的。很显

然，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是作为社会总体性拨乱反正的重要部分而践诺其历史使命的，问题的这种提法

就意味着，对于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的历史表意及其对于中国形象的塑造来说不能仅仅从某种纯粹的

审美角度来进行解读，在其现实性上，它们完全可以被解读为某种政治叙事的潜文本，或者至少应该被

认为是关于以拨乱反正为核心内容的政治文化的某种审美修辞学形式。就像詹姆逊所说的，“审美行

为本身就是意识形态的，而审美或叙事形式的生产将被看作是自身独立的意识形态行为，其功能就是为

不可解决的社会矛盾发明想象的或形式的‘解决办法’。”［１］６７－６８也就是说，这些文学形式就当时的历史

情境而言都可以被称之为“政治无意识”的特殊言说方式。它们之于文化中国的意义就在于，首先从认

识论角度以审美的方式重现“文革”历史现场，使得人们能够清晰地洞悉那段历史“乱”的文化病灶与罪

性本相；其次昭示拨乱反正的具体内涵与“正”的历史指涉意义，最后促使人们在一种文化自觉的基础

上对新的国家形象与生活秩序的现实性重构。伤痕文学是新时期最早出现的对“文革”进行揭露和批

判的美学本文类型，作为对“文革”的一种否定性叙事，它的意义痕迹撒播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尤

其是以新时期主流意识形态的审美形式言说了那段历史的荒诞与非理性性状，究其表征的政治文化主

题而言，有表现“文革”狂乱对于普通家庭的悲剧性破坏如卢新华的《伤痕》、郑义的《枫》；有展示知识

分子身体与精神遭受双重摧残的如宗璞的《我是谁？》、冯骥才的《啊！》等；有控诉“文革”对于年青一代

的心灵所带来的创伤如刘心武的《班主任》、王蒙的《最宝贵的》；有表现知识青年的悲惨境遇与伤痛体

验的如孔捷生的《在小河那边》、叶辛的《蹉跎岁月》等，也有展示知识分子身陷囹圄与失去自由的作品

如丛维熙的《大墙下的红玉兰》、王亚平的《神圣的使命》等。此外，反思文学在与伤痕文学保持连续性

的基础上推进了关于这些问题的深入思考，它不但加深加重了伤痕文学关于“文革”的揭露与控诉力

度，而且凸显了“文革”作为一个能指符号背后所蛰伏的罪性文化心理分析。这些文本除却从审美经验

和文化现象层面展示“文革”的非法性与荒谬之外，其更深的旨趣在于通过展示苦难与伤痕引起人们的

某种文化自觉意识，以期在一种文化废墟上重建新的生活的可能性与必要性。或许正是再这样的意义

上，伤痕文学与反思文学就能其历史文化身份而言完全可以被视为一种关于“文革”不合理的政治文化

的仲裁者与审判者，当然更是关于文化伤痕的诊断者与救赎者，“‘伤痕小说’作家们用笔担当了社会的

救治者的重任，他们在作品中全面展开了十年动乱的错误，及其给人民造成的创伤。这些作品的结尾大

多是悲剧，但在作品深层涌动的却是乐观主义情绪，……这种乐观的情绪，才是作家真诚表达的心愿，也

是‘伤痕小说’的精髓所在。”［２］２７９换言之，伤痕文学与反思文学不但着意于解构，更在意解构之后的建

构，这些文学审美活动对于文化中国形象的塑造主要就体现在其强烈的拨乱反正与价值重建方面。

基于新时期特殊的历史语境性质使然，政治、经济和文化在一种彼此对象化的意义上实现了一种紧

密的互文性关系存在，它意味着，当时的政治关系与经济关系都因为获得文学性的表征而在功能意义上

成为了某种文化观念与文化意识，即以审美方式呈现出来的政治经济文化形态，而文学本身及其所生发

的文化意识也因为沾染了浓重政治经济意味而成为了当时政治经济事件的意义指涉物。正是有赖于这

样的存在方式，伤痕文学与反思文学虽然在经验层面言说的是较为纯粹的审美事件，但在潜在的意义上

却以政治、经济与文化总体性的形式表征着文化中国的特定历史内涵与精神轮廓。

２　传统道德意识的现代想象
作为一种民族共同体身份形象的指称，文化中国决不能从抽象的意义上去理解，它的历史性特点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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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任何对它的理解与建构只能在既有的现实语境规定与历史基础上进行。就新时期以来的情况来而

言，文化中国就鲜明地表征这样的价值向度。在某种意义上，新时期是对于中国现代化进路的一种重新

规划，它所启动的改革开放旨在建构文化中国形象的一种新的问题意识与意义向度，职是之故，新时期

以来的文学审美活动不但立基于当时拨乱反正的现实关系以便为文化中国确立逻辑框架，而且还将视

点后移到传统文化道德体系中，从历史中汲取诗情，试图以现代想象的方式回归传统文化的现场。一如

施宾格勒所言“不同的文明，有不同的现象；不同的现象，不同的人类，有不同的真理。”［３］２３新时期以来

的中国形象之所以呈现出独特的文化表情和身份特点，正是基于当时文学审美活动对于传统文化知识

与道德意识的重新书写所使然。

在新时期语境中，寻根文学是一种较为典型的从传统文化道德角度来塑造文化中国形象的美学话

语形式。作为一种具有很强文化色彩的知识形态与书写方式，寻根文学兴起于２０是８０年代中期，就其
基本的价值旨趣而言，它构成伤痕文学、反思文学与改革文学之后关于中国现代化思考的另一种致思向

度，它虽然有一种追寻现代主义的考量在内，但是更多地还是出于从现代化角度来建构中国形象的考

虑，而且还是回头从历史方面来寻找可资借鉴的思想资源。“寻根不过是一次集体的转向，明显还带着

８０年代的特征，那就是要与反思现代化的时代宏大问题联系在一起，但骨子里则是回到文学自身去寻
求创新之路的愿望。”［４］３２８质言之，寻根文学希望挖掘和释放传统的道德文化资源以重建具有现代性品

格的新的文学形态及其所建构的文化中国形象。寻根文学的代表性作家韩少功在其宣言性的《文学的

“根”》中认为，“这大概不是出于一种廉价的恋旧情结和地方观念，不是对歇后语之类浅薄地爱好，而是

一种对民族的重新认识，一种审美意识中潜在历史因素的苏醒，一种追求和把握人世无限感的对象化的

表现。”［５］其目的就在于用现代的观念与热情重新诠释和建构新的民族自我意识与认同体系，尽管在这

种寻根过程中也存在着另外一种取向，那就是检讨批判中国现代化历史失误与民族文化心理积淀之间

的消极关系，但更多的立论初衷却是为了寻求一种可靠的文化根性与渊源，以便接续文化中国发展的历

史连续性。从知识论上看，寻根文学所钟情的文化资源基本上具有浓郁的本土化色彩，尤其是那种具有

独特身份规定与地方志意味的地域风情、民间习俗、道德信仰等因素成为其审美表现的核心文化意向。

韩少功以《爸爸爸》《女女女》等作品展示了瑰丽绚烂而极具楚地巫风的“楚文化”；李杭育在其“葛川江

系列”叙事中再现了绵长清越的“吴越文化”；贾平凹以“商州文化系列”表征了浓郁厚重的“秦汉文

化”；郑万隆的“异乡异闻”系列书写了古老女真族部落生活的历史场景；藏族作品扎西达娃以《西藏：隐

秘的岁月》《西藏：系在皮扣上的魂》等系列小说探寻了西藏人们的生存历史和生活体验，展示了西藏高

原富有原始色彩与魔幻魅力的生存图景；张承志在其《残月》《九座宫殿》《黄泥小屋》和《金牧场》等文

本中绽放了神秘而悠远的伊斯兰精神；阿城以《棋王》言说了一种淡泊超脱的庄禅气度；郑义和王安忆

则分别在《远村》和《小鲍庄》中钩沉了深固的儒家伦理道德精神。应该说，作为一种乡土色彩浓重、儒

家礼乐文化浸润深久、注重人伦道德意识与家国情怀的东方文明形态，中国文化尤其关注人与自然、人

与社会、人与自我之间的那种圆融亲和的关系，或许正是这些因素构成了文化中国的历史特质，也因此

而使得现代中国形象别具一种文化的温情感，中国新时期小说凸显道德化、伦理化的美好理想，强调人

与自然的和谐以及生命的个体价值，重视在日常生活中体验宇宙和生命的意义，这些都证明了它和中国

传统儒、道和禅宗等的精神关联。“在检讨某一具体的文化传统（如中国文化）及其在现代的处境时，我

们更应该注意它的个性。这种个性是有生命的东西，表现在该文化涵育下的绝大多数个人的思想行为

之中，也表现在他们的集体生活之中。”［６］５其实，那种传统的道德文化意识一直没有离开过中国人的日

常生活，虽然在某些特殊的历史时期似乎很难从经验层面发现它们的实体性在场，但作为一种民族文化

心理的集体无意识形式和身体化的体验记忆，传统的道德文化总是顽强地将其深远持久的意义影响播

撒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就寻根文学来说，不但它本身是直接以道德文化意识作为立意的核心，就是

之前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与之后的先锋派和新写实文学也同样贯穿着传统道德伦理文化的

美学叙事。从总体上说，儒文化的伦理精神、独立人格、文化意识，已经成为新时期作家创作的指导性思

维，王蒙的《布礼》中的钟亦成的忠诚观念，湛容《人到中年》的操守精神，张贤亮《灵与肉》的宁忠不孝

等等都表征了这种思想。很显然，对于新时期文学来说，从传统道德文化角度所进行的文化中国形象塑

５７１



当代教育理论与实践 ２０１６年第８卷

造决不是某种策略性的权宜之计，而是一种谱系史的必然现象与本体论的承诺。

从历史和现实两个维度来看，新时期以来的文学审美活动重视对于传统道德文化意识尤其是儒学

精神的现代书写并不是没有原因的。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文化意识之于中国而言不仅仅呈现为一种文

化史迹，而且也是一种文化综合理象，它内蕴了知识、信仰、艺术、道德、人生准则、习俗等方面的内容，构

成民族共同体的精神归依与心理座架。无论社会生活如何迁延，传统文化道德意识总是会渗透进时代

性的意识形态并取得一种主导性认同，积淀为人们的审美标准和文化规则，最终以一种实践的形式落实

到现实生活并形构一种既具有时代品性又具有历史诗情的文化中国形象。

３　现代文明的复调结构
２０世纪对于中国来说有着特殊的意义，其特殊性主要就表现在对于现代性的思考和实践方面，因

为正是在这个世纪，中国社会连续不断地规划着现代性的发展方案，以期建构一种既具有一般性意义规

定又独具本土特色的现代性生活方式与国家形象。受辖于这样的问题意识与历史化旨趣，文学也在审

美想象的领域展开了同步的现代性文化叙事，不断澄明和敞显中国现代文明的意义本相和精神轮廓，就

像有论者所指认的，２０世纪中国文学是“一个由古代中国文学向现代中国文学转变、过渡并最终完成的
进程，一个中国文学走向并汇入‘世界文学’总体格局的进程，一个在东西方文化的大撞击、大交流中从

文学方面（与政治、道德等诸多方面一道）形成现代民族意识（包括审美意识）的进程，一个通过语言的

艺术来折射并表现古老的中华民族及其灵魂在新旧嬗替的大时代中获得新生并崛起的进程。”［７］基于

新时期特殊的历史地位，这一点在新时期以来的文学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作为现代性文化中国形象的

符号表征与审美表情，新时期以来的文学始终把现代性、现代文明作为表意的核心符码和叙事的主导逻

辑，以期确立新时期语境下文化中国的意义边界与价值内涵。

对于新时期以来的文学而言，如果仅仅立足于一般意义的现代文明模式与现代性视角来建构文化

中国形象并不能说明其真正关切所在，这样的判断甚至会流于某种抽象和偏颇，从本体论角度检视，唯

有对文化中国及其现代文明模式的独特身份意识与复杂结构内涵进行具体而辩证地揭橥方能形成针对

性的有效的问题意识及其对于问题的真实感受和把握。毋庸讳言，对于新时期以来文学审美活动所建

构的文化中国形象来说，现代性及其文明模式显然是主导倾向，但是基于中国特殊的历史与现实性状，

这种现代文明并不是抽象的单向度形态，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种复调性的结构存在，具体来说，就是一

种以现代性为主导同时又兼具前现代与后现代并且以这三者的互文共在关系为存在结构的文明模式。

从本质上来看，任何文明模式及其结构形态都是由特定的生产生活方式、社会交往关系所生成的，因此

也必须由它们来加以说明。在新时期语境中，改革开放所指涉的内涵不但有商品经济关系、大规模的工

业生产等现代化因素，而且还有事关乡土生活的经济关系与生活方式，这种情况就决定了当时的现代文

明模式呈现为一种复杂多样且不平衡的结构性关系存在，换言之，在这种文明模式中，现代性、前现代性

甚至一些后现代的症候都以互相缠绕的形式并置着，共同规定着它的价值内涵与文化表情。传统与现

代、都市与乡村、神圣与世俗、日常生活与形上精神、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历史记忆与现代想象等意向

都成为这种文明模式的本体论意义承诺，反映到当时的文学话语形态上，工业题材的改革文学、农村题

材的乡土叙事、表征日常生活关切的世俗言说、对于自然风物和地域民俗民风的民间书写等等共同表征

了这种复调结构的经验形态与现实性状。城市小说或都市文学应该是２０世纪后期关于现代性言说的
主要话语形态，一些既具有悠久历史传统和地域特色又受到现代商品经济和现代生活方式影响的城市

或都市及其现代化变迁开始成为很多文学叙事的对象客体，邓友梅关于北京市井风情的“清明上河图”

式的描写、冯骥才的“津味儿”民俗小说、叶兆言的“夜泊秦淮”系列、王安忆关于上海市民文化的《长恨

歌》、陆文夫的“小巷人物志”系列、陈建功的“谈天说地”系列、方方和池莉关于汉口市民群落的系列小

说等，尤其是由深圳最早提出的所谓“新都市小说”更是将目光对准了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和一些沿

海开放城市，浓墨重彩地书写了这些现代化大都市的中产阶级、工商业文化、高档消费场所、现代市场竞

争等一些具有浓重现代工商业文明特质的社会关系和生活经验，集中刻画了文化中国的时尚化与消费

化的形象镜像以及现代化的生产生活方式。与此同时，关于乡土的历史记忆以及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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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以现代想象的形态被这一时期的文学所反复诉说，构成了与都市生活方式既相互区别又相互交织的

杂糅景观。除却寻根文学而外，这个时期又出现了很多新的乡土文学文本，这些文本属意于文化视野中

的乡土生活表现，注重从传统文化和民族文化的历史积淀中去关注民族和个人的命运，或者着力于书写

现代都市文明和商业文化规约下的农村、农民以及传统生产生活方式与民俗习惯的意义嬗变轨迹与时

代遭遇。如刘绍棠的《蒲柳人家》、汪曾祺的《受戒》以及“高邮系列”、贾平凹的“商州系列”、郑义的“太

行山系列”、林斤澜的“矮凳桥风情系列”、李锐的“厚土系列”、朱晓平的“桑树坪系列”、周大新的“南阳

盆地系列”、刘恒的“洪水峪系列”、关仁山的“雪莲湾风情系列”、刘醒龙的“大别山系列”等等都是从现

代性的当下时空对于传统淳朴乡土民风和田园牧歌的乡土生活的历史回望与诗意再现。另外，一些后

现代的文化症候也以各种形式建构着现代文明的另类美学场域，如以陈染、林白、海男等为代表的女性

个人化叙事，以卫慧、棉棉等为代表的所谓身体写作，以朱文、何顿、邱华栋等等为代表的消费主义叙事，

所有这些情况都使得现代文明处于一种互为镜像的价值多向度状态。客观地讲，这种杂糅着现代性、前

现代性甚至一些后现代倾向的复杂性状正是对于当下中国现实生产方式与交往方式的真实反映，更是

文化中国在特定历史情势下的一种自我理解与自我定位。

前现代文化与现代文化乃至后现代文化的关系一直构成上世纪末文学审美活动的表征对象与叙事

向度，关于这一点，如果仅仅从经验层面给出一种知识论判断显然是不全面甚至是浅薄的，只有从存在

论角度切入现代文明及其社会关系变迁的深度意识才能揭示其本质性的意义，对此孟繁华以乡土文化

的现代遭际给出了启示，“在迈向‘现代’的过程中，经过‘祛魅’之后，乡村文化蕴涵的历史多重性再次

被开掘出来。如果说２０世纪５０年代机器隆隆的轰鸣打破了乡村的宁静，乡村文化对现代文明还怀有
羡慕、憧憬和期待，乡村文化与现代的冲突还没有完全显露出来的话；那么，进入新世纪以后，有声和无

声的现代‘入侵’和诱惑，则使乡村文化遭遇了不曾料想的危机和困境。但是就在乡村文化风雨飘摇的

时代，重返自然却成为‘现代’新的意识形态。那么，在追随‘现代’的过程中，乡村文化的永远滞后就是

难以逃脱的宿命吗？这显然是我们尚未明了的文化困惑。”［８］４２６或许，我们在文化中国形象的价值图谱

中，不仅应当渲染一种炫目的现代性色彩，而且应该在这种色彩之下显影一种沉潜而厚重的传统色彩。

４　结语
新时期是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转型时期，也是文化中国自我形象重构的重要历史阶段，它既要在一

种连续性的意义上保持与以往形象谱系的本体论联系，又要在新的历史语境规约下显示一种相形于以

往形象的新的质素与特点。作为新时期以来文化中国塑造的主导话语形式，这一时段的文学审美活动

以丰富多样的叙事形态赋予了文化中国丰赡的价值内涵，它既尊重了特定历史时期中国社会生活和实

践的时代性与当下性特点，又兼顾了文化中国意向生成、演变的过程性与历史传承性。在审美想象的观

照下，新时期以来的文化中国形象总体框架无疑具有现代性的品格，在这种问题框架下，这种形象既承

载了现实性的政治经济意涵与世俗生活意义承诺，又敞显了某种超越性的精神诉求与诗意情怀，确证了

独特的自我意识与民族文化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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